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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约束下的福建省城市建设用地
利用效率及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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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研究环境约束下的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地区差异特征及其驱动机理，对于引导城市

建设用地高效利用、缓解快速城镇化进程中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实现区域协

调发展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将环境污染作为非期望产出纳入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评价体

系，运用非期望产出SE-SBM模型、变异系数、GML指数和灰色关联度模型，系统研究 2006—

2016年福建省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时空分异特征、动态趋势演变及其驱动因素。研究表

明：（1）2006—2016年福建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总体呈正弦函数式样波动，2012—2016年投

入产出效率始终位于有效前沿面。各地区效率差异明显，效率的高低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并

非是正相关关系。（2）空间格局整体上呈现东部沿海地区的效率值高于西部内陆地区的分布态

势，形成明显的集群效应。漳州虽属于东南部沿海地区，但2016年其效率值仍处于无效状态，

未发生根本性转变，这进一步说明高效率城市的辐射带动作用较弱。（3）福建全要素生产率表

现为正弦函数式样增长态势，整体发展趋势向好。技术进步引起的集聚规模效应是造成地区

全要素生产增长率差异的主要原因，技术因素是缩小地区间全要素增长率差距的关键。（4）城

镇化水平、生态投入、政府规制、耕地资源禀赋、科技研发投入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是影响福建省

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时空分异与演变的主要驱动因素。

关键词：环境约束；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SE-SBM模型；GML指数；驱动因素；福建省

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表征城市系统与建设用地系统间耦合强度，是衡量地区资源

配置合理程度、建设用地投入产出能力、城镇化进程是否健康以及城镇化发展质量是否

高效的重要指标[1]。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率从 1978年的 17.92%跃升至 2016年的

57.35%，年均提高1.04个百分点。随着城镇化、工业化快速推进，建设用地不断空间外

延式扩张、土地资源低效利用和优质耕地资源锐减并存现象日益突出，伴随着建设用地

利用的环境硬约束和刚性压力日益加剧，反过来又严重制约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在这

样的现实背景下，对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展开研究显得十分重要。

国外关于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研究起步较早，随着时代发展的需要，研究重点也从前

期的归纳总结土地利用类型空间演替模式，逐渐深入到研究土地利用开发过程中的决策

过程与驱动机制。近年来的研究重点主要偏向于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土地利用效率评价

方法及其应用方面等[2-7]。鉴于国外相关研究，国内学者对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展开深

入探究，研究内容主要围绕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基本理论、评价指标体系、测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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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及应用、影响因素及优化途径等方面进行思考[8-11]。其中，评价指标选取由反映城市建

设用地利用经济效益的经济学层面下的单指标[12]逐渐向复合系统视角下的“投入+期望产

出（经济、社会和环境效益）”等多指标[2,11]方向发展，而事实上，深刻改变土地利用格

局，不仅会带来期望产出，也会因为系统间的不兼容性成为污染物排放源。因此若忽视

城市建设用地利用过程中所伴随的非期望产出，就无法得到科学的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

率评价，而且这也与人类社会所追求的土地可持续利用理念相悖。研究尺度对全国[2,4,5]、

典型省区[9,13]、城市群[11,14]、市域[15,16]、县域[13]皆有涉及。研究方法多以传统DEA模型[4]、

SFA模型[13]评价分析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多以Malmquist全要素生产率指数法[14,17]、

Tobit模型[14,18]研究城市建设用地利用的动态效率和驱动机理。但传统DEA模型无法对含

有非期望产出的效率问题展开有效处理，且无法更进一步区分有效决策单元；基于传统

距离函数的Malmquist生产率指数无法科学处置具有非期望产出多投入多产出的动态效

率，由M生产率指数演化而来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存在着不具备传递性

以及线性规划出现无可行解等缺陷；大多数学者运用Tobit模型研究建设用地利用效率驱

动机理的过程中往往忽视若效率值为截断数据，直接采用最小二乘法对其进行回归，参

数估计结果会有偏差。

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福建的城市建设用地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

快和经济的快速发展而迅速扩张，由 2006 年的 551521.82 hm2 迅速增至 2016 年的

760757.86 hm2，年均增长 3.27%，显著高于城市人口增速的 0.7%。受制于“八山一水一

分田”的地形特点，山地丘陵占全省土地面积的80%以上，而可用于开发建设的土地面

积不到全省土地面积的10%，城市建设用地的增加不可避免地占用大量的耕地资源，导致

耕地面积持续减少。截至2016年福建人均耕地面积低于联合国粮农组织规定的0.05 hm2警

戒线，仅为0.03 hm2，不及全国人均水平的1/2，更远低于世界人均水平的0.37 hm2。城

市建设用地的迅速扩张对区域生态环境系统造成严重冲击，暴露出的环境污染等问题尚

未得到根本解决。环境风险隐患不容忽视，酸雨污染普遍存在，2016年酸雨发生频率为

40.9%，比去年高出0.3个百分点；危险废物产生量同比增长14.75%，为4.708×105 t；水

环境质量整体虽保持良好，但部分地区形势依然严峻，如福州市因污水收集管网严重

缺乏导致主城区生活污水收集处理率仅是 66%等。全省环境污染治理投资由 2006年的

44.48 亿元增加到 2016年的 92.93亿元，年均增长 7.65%，环境污染治理压力日趋加剧。

在资源和环境约束日益趋紧的现实背景下，现行的资源环境制度已难以适应，转方式、

调结构、推动绿色发展的需要，加快城市建设用地绿色利用、提高其发展的质量和效率势

在必行。充分考虑城市建设用地利用过程中的环境代价，科学评价环境约束下的城市建

设用地利用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对于破解环境约束难题，探索城市建设用地发展有效路

径，改善生态环境与区域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增强区域可持续发展能力有着重要的理

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本文将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定义为在既定生产技术条件下，在城市建设用地利用的

活动过程中，生产性投入要素创造的产出（包含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价值量与投入价

值量的比值。以福建省9个设区市为研究区，重点考虑城市建设用地利用的污染物排放

对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约束，将污染物排放作为非期望产出纳入城市建设用地效率

测度框架中，运用非期望产出 Super Efficiency-SBM 模型（SE-SBM 模型）、变异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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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 （GML）指数和灰色关联度模型，揭示环境约束下的2006—

2016年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时空异质性、动态趋势演变及驱动因素，旨在为实现区域绿

色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和参考。

1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1.1 研究方法

1.1.1 非期望产出SE-SBM模型

针对基于径向和角度的传统DEA模型无法解决要素松弛问题，Tone[19]在2001年提出

非径向非角度的SBM（Slack-Based Measure）效率测度模型，SBM模型能直接将松弛变

量引入目标函数中，有效解决投入产出松弛性问题，而且将非期望产出作为产出变量纳

入到效率分析中，有效解决存在非期望产出的效率评价问题。但由于SBM模型得到的效

率值最优为 1，无法对多个效率值为 1的决策单元（Decision Making Unit，DMU）进行

再排序。Tone[20]在 2002年进一步定义超效率SBM模型，将超效率模型与SBM模型相结

合，弥补SBM模型不能对有效DMU进行再排序比较的缺陷。SE-SBM模型构建如下：

设定有n个DMU，每个DMU由m种投入（x）、r1种期望产出（yg）和 r2种非期望产

出（yb）组成。 X = [ ]x1, ⋯, xn 、 Y
g

= [ ]y
g

1 , ⋯, y
g

n 与 Y b = [ ]y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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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的情况下生产可能集为 p = { }( )x, yb, y
g

|x≤Xλ, y
g ≤Y

g
λ, yb ≤Y bλ ，其中λ为权重向量。

min p =
1 + 1

m∑i = 1

m s-
i

xik

1 - 1
r1 + r2

æ

è
çç

ö

ø
÷÷∑r = 1

r1 s
g+

r

y
g

rk

+∑t = 1

r2 sb-
t

yb
tk

s.t.

ì

í

î

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
ïï
ï

ï

ï

∑
j = 1, j ≠ k

n

xij λ j - s-
i ≤xik

∑
j = 1, j ≠ k

n

ytj λ j + s
g+

r ≥y
g

rk

∑
j = 1, j ≠ k

n

yb
rj - sb-

t ≤yb
tk

1 - 1
r1 + r2

æ

è
çç

ö

ø
÷÷∑r = 1

r1 s
g+

r

y
g

rk

+∑t = 1

r2 sb-
t

yb
tk

> 0

s-, sb, s
g
, λ > 0

i = 1, 2, ⋯, m ; r = 1, 2, ⋯, q ; j = 1, 2, ⋯, n ( )j ≠ k

（1）

式中：s.t.为约束条件集合；xij是第 j个DMU的第 i项投入；ytj为第 j个DMU的第 t项产

出；k为被评价单元；s-、sb、sg分别为投入过度、非期望产出过多、期望产出不足；p为

目标效率函数，其分子与分母分别表示生产决策单元实际投入与产出相对于生产技术前

沿的平均可缩减比例与平均可扩张比例，亦即投入无效率与产出无效率。当p<1，DMU

无效；当p≥1，DMU有效，且p值越大效率越高。

1.1.2 GML指数分析方法

基于投入产出视角，全要素生产增长率反映的是在各种生产要素投入水平既定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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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所达到的额外生产效率，即以前期同样的生产要素投入量获取比前期更多的产出

量，表征的是全要素生产的动态增量程度 [21]。Oh[22]基于全局生产技术构建 GML 指数。

GML指数能克服以几何平均形式表示的ML指数存在的不足，具有传递性、循环累乘性

等特性，能避免线性规划出现无可行解的问题，且能够有效避免生产前沿向内偏移的现

象发生。

对于GML指数的分解，Grifell等[23]认为Fare等[24]的分解方法（假设规模报酬不变）

和Ray等[25]的分解方法（假设规模报酬可变）各有优缺点，前者对生产率增长的测度相

对准确，而后者的分解思路更加合理。研究结合二者分解方法，基于规模报酬不变将

GML 指数分解为纯效率变化（GPEC）、纯技术进步（GPTC）、技术规模变化（GSTC）

和规模效率变化（GSEC） 4个因素。定义 t期到 t+1期的GML指数如下[26]：

GMLt, t + 1

jo =
SG

c ( )ct ; g t
jo

SG
c ( )ct + 1; g t + 1

jo

= GPEC t + 1
t × GPTC t + 1

t × GSTC t + 1
t × GSEC t + 1

t （2）

式中： SG
c ( )ct ; g t

jo = 1 + DG
c ( )xt, yt, bt ; -xt

jo, yt
jo, -bt

jo 为规模报酬不变下的全域方向性距离函

数； ct 为技术前沿； g t
jo 为方向向量； xt

jo 、 yt
jo 、 bt

jo 分别为第 jo个DMU的投入向量、期

望产出向量、非期望产出向量； GPEC t + 1
t 表示纯效率变动， GPEC t + 1

t > 1说明在 t和 t+1时

期之间，DMU 向效率前沿面移动，生产活动效率提高； GPTC t + 1
t 表示纯技术进步，

GPTC t + 1
t > 1 则表明相比 t 期生产技术，t+1 期的离全局生产技术更近，说明技术进步；

GSTC t + 1
t 表示技术规模变动， GSTC t + 1

t > 1说明技术偏离规模报酬不变，度量技术进步的规

模效应； GSEC t + 1
t 表示规模效率变动，是因效率的变动导致的规模效应， GSEC t + 1

t > 1说

明规模效率提升； GMLt + 1
t 表示DMU向有效生产前沿面靠近， GMLt + 1

t = 1说明全要素生

产率水平保持不变， GMLt + 1
t > 1意味着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GPEC t + 1

t > 1、 GPTC t + 1
t > 1、

GSTC t + 1
t > 1和 GSEC t + 1

t > 1对GML指数的提高有着促进作用。

1.2 指标选取与数据说明

基于经典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理论，以及借鉴相关研究成果[3,27]，将土地、劳

动力和资本作为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测度的投入要素，分别选取建设用地面积、单位

二三产业从业人员和固定资本存量来表征；选择能够综合反映城市经济水平和发展程度

的二三产业增加值来体现期望产出；考虑城市建设用地利用过程中的环境负效应，选取

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来衡量非期望产出。

土地数据来自《福建省土地利用变更调查》（2006—2016年），其余数据来自《中国

城市统计年鉴》（2007—2017年）、《福建省统计年鉴》（2007—2017年）及其9个设市区

2007—2017年统计年鉴。根据《全国土地分类》（过渡期间适用），建设用地主要有居民

点及工矿用地、交通用地和水利设施用地三类。建设用地利用的有效产出主要是二三

产业增加值，考虑数据可获取性，以单位二三产业从业人员衡量人力要素投入。建设

用地利用所承载的资本要素投入对产出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当期投资，还基于以往投资

所形成的资本存量，固定资本存量采用永续盘存法 [27,28] （Perpetual Inventory System，

PIM）来估算。以 2006年为基期采用GDP平减指数法对二三产业增加值进行调整，消

除价格因素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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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结果分析

2.1 福建省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时空异质性

2.1.1 时序演化特征

从全省来看，2006—2016年福建建设用地利用效率介于0.844~1.083之间，最大振幅

为 0.239，平均效率指数为 0.959，整体呈正弦函数式样波动。2006—2011年建设用地利

用效率在波动中提高，2008年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迅速席卷全球，福建经

济增速放缓，“用工荒”和“就业难”的局面共存，资源成本过低等问题突出，建设用地

利用各要素投入严重不足，在此阶段效率值出现“断层”式急速下降。之后，福建明确

经济形势，加快产业结构优化调整与发展方式转变，再加上国家“拉动内需”等经济政

策的助力下，城市发展效率保持较高水平，2012—2016年建设用地利用投入产出保持最

优状态（表1）。

从各设市区来看，2006—2016年间各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整体呈波动提高趋势，

11年间福州、厦门、莆田、泉州和宁德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值均保持大于1，始终位于有

效技术前沿面，占研究区总量的 55.6%。值得一提的是，宁德虽属于经济欠发达地区，

但宁德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兼顾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环境保护，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加大

环保投入力度，且成效显著，这说明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并非是

绝对正相关关系[29,30]，规模不大且经济发展欠发达地区同样可以通过保护环境和优化资源

配置等手段达到高值投入产出效率。三明2006—2011年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偏低，效率值

介于 0.4~0.6之间，处于无效状态，2012—2016年效率值在 1.053~1.075之间波动，位于

生产前沿面。直到 2014年，南平和龙岩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才达到有效状态，效率值在

1.000~1.025 之间上下波动。漳州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波动幅度剧烈，2007 年效率值为

1.044，DEA 有效，2008 年效率却降至无效值，2009—2015 年效率值虽皆大于 1，但从

2012年起出现大幅度下降，从1.027降到2016年最低值0.635。这表明若能有效发挥当前

生产要素全部潜力，能使总产出水平再提高近36.5%（表1）。

2.1.2 空间格局演变特征

2006—2016年间，环境约束下的福建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呈现地域不均衡性。建

表1 2006—2016年福建省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

Table 1 The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use efficiencyin Fujian province from 2006 to 2016

地区

福州市

厦门市

莆田市

三明市

泉州市

漳州市

南平市

龙岩市

宁德市

福建省

2006年

1.039

1.172

1.021

0.418

1.164

0.702

0.395

0.578

1.105

0.844

2007年

1.028

1.160

1.020

0.483

1.162

1.044

0.415

0.593

1.092

0.889

2008年

1.027

1.142

1.015

0.520

1.163

0.651

0.438

0.595

1.090

0.849

2009年

1.066

1.144

1.024

0.515

1.161

1.018

0.472

0.579

1.092

0.897

2010年

1.072

1.144

1.041

0.522

1.131

1.036

0.469

0.584

1.098

0.900

2011年

1.157

1.243

1.112

0.534

1.128

1.004

0.545

0.618

1.139

0.942

2012年

1.159

1.234

1.089

1.053

1.125

1.027

0.604

0.698

1.053

1.005

2013年

1.152

1.217

1.124

1.074

1.122

1.012

0.704

0.690

1.051

1.016

2014年

1.175

1.200

1.117

1.067

1.119

1.006

1.014

1.025

1.026

1.083

2015年

1.183

1.195

1.069

1.062

1.114

1.001

1.003

1.024

1.021

1.075

2016年

1.184

1.335

1.068

1.075

1.114

0.635

1.000

1.018

1.023

1.0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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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用地利用效率始终位于有效前沿面的福州、厦门、莆田、泉州和宁德均集中于东部沿

海地区，在地理位置上相互接壤，在

经济建设中能够最大限度地保证资源

集约利用和环境保护，形成明显的集

群效应。西部内陆地区的三明、龙岩

和南平建设用地利用效率虽在波动中

呈上升趋势，但与东南部沿海地区高

效率城市仍有一定的差距。厦门的效

率均值 （1.199） 是南平 （0.642） 的

1.87倍，区域空间差异较大。漳州虽

位于东南部沿海地区，但其建设用地

利用效率发展局面并未发生根本性转

变，2016年仍处于无效状态，距离最

优前沿面尚存在近 40%的提升空间，

未能享受到有效地区快速发展带来的

便利和好处，经济发展所带来的生态

负效应问题依旧严重。这进一步说明

东部沿海地区高效率城市起到的辐射

带动作用较弱（图1）。

2.2 福建省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动

态趋势演进

在非期望产出的约束下，2006—2016年福建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GML指数均大于

1，表现为正弦函数式样增长态势，11 年间全要素生产增长率均值为 1.126，年均增长

12.6%。意味着随新型城镇化进程的快速推进和经济的高速发展，福建建设用地结构得到

优化，建设用地综合效益明显提升，同时在建设用地利用过程中更加追求环境保护长效

机制，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整体趋势向好。纯效率变化、纯技术进步和规模效率变化在时

间序列上波动幅度较大，2016年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分别下降0.6%、1.7%，成为

制约 GML 指数快速增长的瓶颈。技术规模变化在 2006—2016 年间维持正向增长状态，

年均提高8.6%，对GML指数始终存在着正向促增作用（图2）。

从各设市区层面来看，福建省9个设区市GML指数皆呈现良好的增长态势，其中南

平和三明11年间年均提高15%以上，福州、莆田、漳州、龙岩和宁德年均提高介于10%

~15%之间，厦门和泉州年均提高处于10%以下，这是由于厦门、泉州等城市的生产力基

础较好，起点较高，这种庞大的基数再加上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的影响，使其全要素生

产率的增速低于充分发挥其后发势力的南平、三明等欠发达地区。根据GML指数分解因

子，福州、厦门和泉州的纯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未发生实质性变化，GML指数增长主要

依赖于技术进步以及技术进步引发的规模效应，但侧重点不同，厦门的技术规模促进作

用占主导地位，而福州和泉州的技术进步大于技术规模的促进作用。莆田的技术规模效

应最高，其南与泉州接壤，北与福州毗邻，再加上是第一批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地

区，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优惠的政策条件吸引大量的生产要素流入，要素的流动和初始集

聚极大地推动技术水平的提升，从而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三明、龙岩和南平的全

图1 2006—2016年福建省各城市建设用地

利用效率变化空间分布

Fig. 1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construction land use

efficiency in Fujian province from 2006 to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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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素生产率增长较快主要由于纯效率变

动、技术进步、技术规模效率和规模效

率齐驱动。漳州的纯效率变动和规模效

率分别年均下降 0.6%、0.3%，说明在

建设用地利用过程中存在管理制度不完

善和规模不经济等问题，有过度投资、

资源闲置的可能性，但其纯技术进步与

技术规模变动分别年均上升 5.1% 、

7.4%，技术进步和技术规模效应的促进

作用大于纯效率变动和规模效率的抑制

作用致使漳州市建设用地利用全要素生

产率呈增长状态。未来漳州市需整合重

组资源要素，淘汰高耗能、高污染和低

效益企业与产品，同时，应加强技术更

新和改造，以先进技术为先导，不断提高发展质量和效益，促进全要素生产率快速增

长。宁德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主要得益于技术规模的促进作用，技术效率、纯技术变动

及规模效率对其贡献不明显。根据GML指数分解因子的地区差异，纯效率变动差异最

小，技术规模变化地区差异程度最大，说明技术进步引起的集聚规模效应是造成地区全

要素生产增长率差异的主要原因。而且技术进步的地区差异也相对较大，总的来说，技

术因素是缩小地区间全要素增长率差异的关键（表2）。

2.3 福建省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驱动因素

2.3.1 模型设定

灰色关联分析法是建立在灰色系统理论基础上，根据参考数列与比较数列曲线几何

形状的接近程度来判断二者联系的紧密度。由于其对样本数量无限制，也不要求样本服

从任何概率分布等[5,31]，因此研究借助灰色关联模型探究福建省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

图2 2006—2016年福建省GML指数

及其分解因素的变化趋势

Fig. 2 The variation trends of GML index and

its decomposition factors in Fujian

province from 2006 to 2016

表2 2006—2016年福建省各城市GML指数及其分解因素均值

Table 2 GML index and its decomposition factor in different cities of Fujian province from 2006 to 2016

地区

福州市

厦门市

莆田市

三明市

泉州市

漳州市

南平市

龙岩市

宁德市

均值

差异系数

GML指数

1.105

1.080

1.145

1.150

1.098

1.109

1.172

1.141

1.134

1.126

0.025

纯效率变化

（GPEC）

1.000

1.000

1.000

1.024

1.000

0.994

1.026

1.002

1.000

1.005

0.011

纯技术进步

（GPTC）

1.072

1.002

1.001

1.013

1.072

1.051

1.003

1.021

1.000

1.026

0.028

技术规模变化

（GSTC）

1.030

1.083

1.147

1.088

1.024

1.074

1.106

1.090

1.133

1.086

0.036

规模效率变化

（GSEC）

1.000

1.000

1.000

1.025

1.000

0.997

1.040

1.035

1.000

1.011

0.016

注：差异系数测算参考文献 [3,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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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驱动因素。计算步骤如下：

R( )xo( )k , xs( )k =
min

s
min

k
|| xo( )k - xs( )k + ξmax

s
max

k
|| xo( )k - xs( )k

|| xo( )k - xs( )k + ξmax
s

max
k

|| xo( )k - xs( )k
（3）

R( )xo, xs = 1
n∑k = 1

n

R( )xo( )k , xs( )k （4）

式中：xs为比较数列的无量纲值，以各驱动因素为比较数列；xo为参考数列的无量纲

值，以城市建设用地利用综合效率为参考数列； R( )xo( )k , xs( )k 为 xs对 xo在第 k 个指标

上的关联系数， k = 1, 2, 3, ⋯, n ， n 为指标个数 （个）； min
s

min
k

|| xo( )k - xs( )k 和

max
s

max
k

|| xo( )k - xs( )k 分别为极差最小值和最大值；ξ为分辨系数， ξ∈ [ ]0, 1 ，ξ一般取值

为0.5；R(xo, xs) 为xo和xs的灰色关联度。

2.3.2 驱动因素分析

参考相关研究成果[5,14,27]，对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综合预判。城市

经济发展水平影响着单位土地面积各生产要素的投入强度。产业结构高级化表征产业结

构由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低级结构调整转变为以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的高级结

构，对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有着积极影响，借鉴高远东等[32]的研究方法测算福建产业

结构高级化程度。政府在规划管制、经济政策等方面影响各类主体对土地资源的利用，

进而影响资源的配置效率。城镇化发展是人口和产业等不断向城镇转移集聚的过程，影

响土地利用格局，对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有着深刻影响。人口密度越大，土地资源能更大

程度得到充分利用，但当人口扩大到一定程度时会引起土地供求矛盾激化以及环境污染

等一系列问题，进而影响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城市土地投资密度越大，土地集约利

用程度越高。资源的有限性和稀缺性要求必须注重资源在不同用途之间的优化配置，提

高资源利用效率。对外依赖程度和科技研发投入越高的地区能够极大程度地共享知识和

技术外溢的成果，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也会随之提高。此外，研究进一步考虑生态投入对

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影响，基于产出视角，生态投入对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和污染物

排放预防及减少有直接影响。基于此，建立相应的指标体系（表3），判断各影响因素与

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之间的关系。

根据式（7）和式（8）测算出二者之间的灰色关联度，福建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

与各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度系数均在0.6以上，这表明初步预判的合理性。由关联等级可

知，福建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主要受城镇化水平、生态投入、政府规制、耕地资源禀

赋、科技研发投入和产业结构高级化这6大因素影响（表3）。

（1）城镇化水平是导致福建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时空格局演变的关键因素，其关

联度为 0.9211。福建的城镇化率由 2006年的 50.4%提高至 2016年的 63.6%，城镇化进程

的加快推进，有效地吸引各类要素聚集，有利于人口、产业等发挥集聚效益，土地利用

强度提高。而且具有福建特色的新型城镇化对建设用地利用的集约性和高效性提出更高

要求，更加关注绿色、低碳、生态发展方式，这对提高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产生积极

影响。

（2）生态投入的解释力为0.8659。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规律，只有在低碳发

展和自主创新能力提高的前提下，才能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拐点”的出现。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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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在建设用地利用过程中需要依靠资本投入，但若片面追求经济发展，忽视经济发展过

程中的非期望产出，导致环境进一步恶化，会无法真正从根本上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效

率，进而延缓“拐点”的出现。福建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全力推进生态建设，11年间建

成区绿化覆盖率提高3.77%，2016年森林覆盖率高达65.95%，连续38年领跑全国，生态

建设的积极投入对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3）政府规制的解释力为0.8445。政府参与市场配置在一定程度上对城市建设用地

利用效率有着促进作用。从宏观视角，政府可制定相应的土地政策参与土地调控，加强

土地用途管制力度，优化城市土地资源配置，科学管理城市建设用地。从微观视角，政

府可加强城市建设用地公共设施服务和配套设施建设，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更多生

产要素投入到建设用地利用中，提高其利用效率。

（4）耕地资源禀赋的解释力为0.8248。就目前而言耕地仍是建设用地利用的重要供

应资源，资源的稀缺性决定资源供给的有限性。福建地形以山地丘陵为主，境内峰岭耸

峙，山海相隔，相对封闭，2016年福建人均耕地面积仅有0.03 hm2。为实现土地资源可

持续利用，遏制耕地锐减趋势，缓解紧张的人地矛盾，政府必须严格实行土地用途管

制，倒逼建设用地总量控制，提高建设用地利用投入产出效率，以集约用地缓解建设用

地占用耕地资源的压力。

（5）科技研发投入的解释力为 0.8151。科技研发投入能够推进科技进步与科技创

新，有效推动区域产业结构调整，推动经济增长。福建产业投资结构持续优化，积极促

进科技创新在产业转型升级中发挥支撑引领作用，2016年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 60.6%，

其增加值增长 11.7%，比上年提高 0.6个百分点。且科技研发有效推动区域产业结构调

整，转变城市建设用地利用开发方式，同时能改善经济发展过程中生态环境质量，促进

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提高。

（6）产业结构高级化的解释力为0.7983。福建产业转型升级步伐加快，2016年三次

产业结构调整为8.3∶48.8∶42.9，第三产业增加值增长10.7%。产业结构指数的提高表明

产业结构向低污染低能耗、高附加值产业和资源集约型产业优化升级，这不仅能使生态

表3 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与各影响因素的灰色关联度及关联等级

Table 3 Grey relational degree and relational grade of each influence factor and construction

land use efficiency in Fujian province

影响因素

经济发展水平

产业结构高级化

政府规制

城镇化水平

人地关系

土地投资强度

耕地资源禀赋

对外依赖程度

科技研发投入

生态投入

变量说明

人均GDP/万元

产业结构升级指数

政府财政支出占地区GDP比例/%

城镇人口比例/%

人口密度/(人/km2)

单位建设用地面积的固定资本投入/(亿元/km2)

人均耕地面积/hm2

进出口总值占地区GDP比例/%

科学技术投入占地区GDP比例/%

建成区绿化覆盖率/%

灰色关联度

0.6352

0.7983

0.8445

0.9211

0.6800

0.7134

0.8248

0.7102

0.8151

0.8659

关联等级

中

强

强

强

中

中

强

中

强

强

注：参考文献 [4]，将灰色关联度划分为三类：[0, 0.35] 弱关联度；（0.35, 0.75] 中关联度；（0.75, 1] 强关联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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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质量持续改善，而且能给福建经济增长带来新一轮动力，在促进城市建设用地利用

效率方面发挥重大作用。

3 结论

运用非期望产出SE-SBM模型测算环境约束下的2006—2016年福建城市建设用地利

用效率，同时借助变异系数、GML指数和灰色关联度模型剖析其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

时空分异特征及动态趋势演变，并进一步揭示其驱动机理。研究表明：

（1）从静态效率来看，2006—2016年福建建设用地利用效率总体表现为正弦函数式

样波动，2012—2016年效率处于有效状态。地区效率差异显著，福州、厦门、莆田、泉

州和宁德效率值始终位于有效技术前沿面，说明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高低与经济发展水

平之间并无必然的关系；三明、南平和龙岩在波动中上升，漳州的效率值波动起伏较

大，2016年仍处于无效状态，距离有效生产前沿面尚存在近40%的提升空间。根据空间

格局演变，环境约束下的福建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地域不均衡性和空间关联性并存，

高效率的城市集中分布于东部沿海地区，形成明显的集群效应；但高效率地区的辐射带

动作用弱，亟需释放建设用地利用高效率地区的辐射带动能力助力于地区发展。

（2）从效率的动态趋势演进来看，2006—2016年间福建城市建设用地利用全要素生

产率总体呈现正弦函数式样增长态势，整体发展趋势向好。生产力基础较好，起点较

高，这种庞大的基数再加上边际生产力递减规律的影响造成厦门、泉州等经济发达城市

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速慢于充分发挥其后发势力的南平、三明等经济欠发达地区。根据

GML指数分解因子的地区差异，技术规模变化的地区差异程度最大，是造成地区全要素

生产增长率差异的主要原因；技术进步对全要素增长率差异的贡献也相对较大，总体而

言技术因素是缩小地区间全要素增长率差异的关键。

（3）从驱动因素来看，城镇化水平、生态投入、政府规制、耕地资源禀赋、科技研

发投入和产业结构高级化是影响福建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的主要驱动因素。不同因素

的影响程度存在差异，其中城镇化水平是最主要的影响因素。

在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各区域应充分考虑自身的发展条件、背景及功能定位，注重

城市内涵式发展，全面提高城市建设用地利用效率。具体可从以下几方面入手：第一，

建立健全生态环境硬约束机制，严格实施环境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

发展之路。第二，积极推动厦漳泉同城化以及闽东北和闽西南协同发展区高质量一体化

发展，强化辐射带动作用。第三，破除条块分割与地方保护主义，加强地区间技术交流

与合作，最大限度地支持和鼓励创新创造，深入挖掘技术创新因素对城市建设用地利用

效率的提升作用。第四，积极推动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增强城镇吸引力和综合承载

力，进一步提高建设用地利用的社会期望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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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explore the regional difference characteristics

and driving mechanism of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construction land under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The purpose is to guide the efficient utilization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alleviat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the

process of rapid urbanization, as well as achieve region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Taking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s an unexpected output into the evaluation system, we systematically

studied the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dynamic trend evolution and driving

factors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use efficiency in Fujian province from 2006 to 2016. Models

adopted in this analysis include the non- expected output SE- SBM model,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and GML index and gray relational model.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During 2006-

2016, the utilization efficiency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in Fujian fluctuated in a sinusoidal

pattern. The input-output efficiency had always been put at the effective frontier from 2012 to

2016. It is easy to find the differences of efficiency values between regions. It can also be

found that there exists a non-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efficiency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2) The spatial pattern suggests that the efficiency of the eastern coastal

region is higher than that of the western inland areas, which forms an obvious cluster effect.

Although Zhangzhou city is located in the southeastern coastal area, its efficiency value in

2016 was still in an invalid state without a fundamental change, which further illustrates that

the radiation driving role of high- efficiency cities is weak. (3) The TFP of Fujian shows a

sinusoidal growth trend, and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trend is good. The agglomeration scale

effect caused by technological progress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variance in the growth rate of

regional TFP. Technological factor is the key to narrow the gap in the growth rate of regional

TFP. (4) Urbanization level, ecological input, government regulation, cultivated land resource

endowment, R&D investment i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s well as the advanced industrial

structure are the main driving factors affecting the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and evolution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use efficiency in Fujian province.

Keywords: environmental constraints;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use efficiency; SE-SBM model;

GML index; driving factor; Fujia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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